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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传奇”称名的观念基础及其渊源 
徐大军 

 

-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探析明人以“传奇”指称文人创作的南戏的观念及其渊源。南戏发展到

明代出现了创作上的分化——重伎艺性的民间南戏和重文学性的文人南戏。由于历史的原因，

“南戏”(“戏文”)这一称名包含了文人阶层对艺人们伎艺性扮演行为的习惯认识，它不足以

体现文人的文学性剧作的价值和品格，故意图以“传奇”称名来体现其剧作的文学价值和内

涵，以区别于艺人们的伎艺性南戏。“传奇”是明人对南戏系统中文人南戏的改称，这一改称

反映出文人阶层对文人南戏价值上、品格上的认定，而选用“传奇”一词也有其历史渊源和戏

剧观念背景。 
   关键词：传奇；南戏；伎艺性；文学性；戏剧观念 

     

    明中后期，“传奇”已普遍用来指称文人创作的南戏。传奇戏曲是南

戏的发展延续形态，传奇较之南戏，曲律更趋严谨、角色有所增加、文辞更为

典雅，但并未在体制上独立、超越于南戏，所以很难将二者在体制上辨别开来

[1]。从南戏的发展流变来看，“传奇”只是对文人个人创作的剧本体制的南

戏(可称之为“文人南戏”)的普遍改称。对于一种事物，概念上的指定或变更

体现出某种认识观念和评价体系，那么明人为何要把这种南曲戏文改称为“传

奇”呢？明万历时人胡应麟认为是借用唐人裴铏《传奇》小说集名，“或以中

事迹相类，后人取为戏剧张本，因展转为此称”[1](P424)，后人也多袭胡之

“借用张本说”。此说适用于宋元时期许多伎艺普遍称名“传奇”的现象，如

当时诸宫调、话本和戏文皆可称“传奇”，那是因为《传奇》的传播影响所

致，指向的是故事题材的类型。然而，整个元代以至明初，除钟嗣成等人在文

体意义上称杂剧为“传奇”外，文人记述论谈中针对南戏则未使用过“传

奇”，而是普遍使用“戏文”或“南戏”。在这一背景下，明人在文体意义上

使用“传奇”指称“文人南戏”当有其深层原因，“借用张本说”并不能说明

这一“改称”的深层意图及其观念基础。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s://core.ac.uk/display/41376081?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厦
 门

 大
 学

 图
 书

 馆

    对于这一问题，首先可以确认一点，在“南戏”和“戏文”成为普遍

称名的环境下，明人把文人创作的文学性南戏改称为“传奇”意味着要与其他

南戏在名称上有所区分。这关键要搞清两个问题：一，为什么要做这种区分；

二，为什么要用“传奇”这一名称来做这种区分。前者涉及到这种区分的戏剧

观念，后者涉及到这一戏剧观念的历史渊源和使用“传奇”这一称名的文学背

景。  

  

一、为什么要区分？ 

  

    从南戏的发展流变来看，“传奇”是南戏发展到某一时期文人剧作家

和剧评家对其在文体意义上的普遍称名。所以，笔者比较同意郑振铎先生和周

贻白先生的观点：“‘传奇’在最初是名为‘戏文’的”[2](P571)，“明代

的传奇，实际上就是南戏的改称”[3](P239)。但问题是，明人是在何种背景

下、基于何种观念把南戏改称为“传奇”的？这一“改称”是针对所有南戏，

还是针对其中某一部类？这就首先涉及到明人对“戏文”(“南戏”)内涵的认

识，以及使用“南戏”(“戏文”)称名和“传奇”称名的观念分野了。 

    元末高明作《琵琶记》标志着文人参与南戏创作的开始，徐渭《南词

叙录》指出：在高明之前，南戏由于曲文俚俗，不叶宫调，故不为文人学士所

留意，而高明作《琵琶记》，“用清丽之词，一洗作者之陋，于是村坊小伎，

进与古法部相参，卓乎不可及已”[4](P239)。《琵琶记》也由此受到了明代

文人戏曲家们的推崇，被推为“传奇之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高明的《琵

琶记》大大提高了南戏的文学性，如剧中的写景抒情场面以及适宜于生、旦抒

情的长套组曲的增加，语言也一改早期南戏的俚俗，极富文采。相对于《琵琶

记》这样文学性的“清丽之词”创作，徐渭把民间艺人的南戏视为“村坊小

伎”，仅是一种伎艺性的表演行为，并不为文人学士所认同，甚至有些鄙视。

而高明《琵琶记》却获得了与民间南戏不同的待遇，得到了后代文人的誉扬。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所具有的文学性与文人个人创作属性，超越了民间艺人的

伎艺性表演，是纯粹的文学性的个人创作，其品格和价值皆由此而来。徐朔方

先生也由此把《琵琶记》视为“南戏由民间艺术过渡到文人创作——传奇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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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点”[5]。伎艺性扮演行为和文学性创作行为正是民间南戏和文人南戏的本

质区别，其它的不同属性皆由此而产生。 

    关于民间南戏的伎艺性质，我们从其发展初期的宋元就可明见。南戏

在南宋时就已盛行，当时称为“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1]，曰称“杂

剧”正说明南戏初期的伎艺性质，只是由于它表现出与正统的宋杂剧不同的特

色，故加上地名以示区别。后来“温州杂剧”融合了各种伎艺因素而发展，金

元人普遍称其为“戏文”。南北曲概念出现并明确后，为了与北曲杂剧相区

别，加上“南曲”二字，至元末时期，已被简称为“南戏”，此后在人们的记

述谈论中普遍称之为“南戏”，明人何良俊有言：“金元人呼北戏为杂剧，南

戏为戏文。”[6](P337)正说明这一情况。 

    但无论称谓如何变化，明人始终是把民间南戏视为一种艺人们的伎

艺，甚至其剧作也因它的工具性和依附性而与伎艺同观(下文详述)，明初叶子

奇就明称“俳优戏文”(“俳优戏文，始于《王魁》，永嘉人作

之。”)[7](P83)。正因为对民间南戏的伎艺性认定，所以文人学士谈论民间

南戏时，也多涉及艺人及其唱演之伎；相应的，在谈论南戏艺人及其唱演之伎

时，也使用“南戏”或“戏文”。即使到了嘉靖及其后，“传奇”作为南戏的

称名已较为普遍了，但在谈及唱演之伎时，仍称“南戏”或“戏文”。徐渭

《南词叙录》用“南戏”、“戏文”叙述此伎艺的源流，考释其脚色术语等；

李开先《词谑》记述：“(颜容)乃良家子，性好为戏……尝与众扮《赵氏孤

儿》戏文，容为公孙杵臼。”[4](P354)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第十七回

言：“帅府周守备生日。……鼓乐迎接，搬演戏文。”第六十三回：“(西门

庆)叫了一起海盐子弟搬演戏文。”[8](P203，894)最明显的是万历时人胡应

麟，他的《少室山房笔丛》在述及扮演之伎时，多用“戏文”一词，如“今世

俗搬演戏文，盖元人杂剧之变”，“优伶戏文，自优孟抵掌孙叔实始滥觞……

特所搬演多是杂剧短套，非必如近日戏文也”，“元杂剧中末即今戏文中生

也”，而述及南戏剧本时则用“传奇”，如“余以《琵琶》虽极天工人巧，终

是传奇一家语，当今家喻户习，故易于动人”[1](P424—431)。 

对于民间南戏这一唱演之伎，文人学士们谈论中多带鄙薄之色，其原因就是其

曲文俚俗，格律粗疏，不足以谈论韵调曲辞。明代真正懂南戏价值的徐渭就是

在伎艺的意义上谈论民间南戏的，他说“南曲固是末技”，“南曲本市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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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是“本无宫调，亦罕节奏”的“随心令”、“里巷歌谣”[4](P239—

243)。 王骥德则把民间南戏视为鄙俚浅近的“村儒野老涂歌巷咏之作”

[4](P151)，祝允明则斥为“歌唱愈缪，极厌观听，盖已略无音律腔调”[9]。

明成化、弘治年间散曲作家陈铎在〔北般涉调·耍孩儿〕《嘲川戏》套曲为我

们提供了当时民间南戏演出的真实情形： 

    攘动了粧南戏，把张打油篇章记念，花桑树腔调攻习。……

《刘文斌》改了头，《辛文秀》换了尾，《刘电光》搀和着《崔君

瑞》。一声蛮了一声  ，一句高来一句低，异样的丧声气。……提起

东忘了西，说着张诌到李，是个不南不北乔杂剧。一声唱聒的耳挣重敷

演，一句话缠的头红不捅移，一会家夹着声施展喉咙细。草字儿念了又

念，正关目提也休提。……也弄的些歪乐器，筝  儿乱弹乱砑，笙笛

儿胡捏胡吹。…… 

    可见，这班以搬演南戏谋生的民间艺人确实伎艺不精，装备简陋。他

们自编自演，不仅文辞粗俗，而且情节杂乱，甚至是将两部戏中的情节混杂在

一起演出。这样的南戏当然不能入陈铎这样文人的法眼，所以他在描述中语带

讥讽和鄙视，但却为民众们欢迎，即所谓“士夫人见了羞，村浊人看了喜”

[10](P617—618)。 

    而操此为业的“戏文子弟”也为人不齿，被视为品格低下，陆容《菽

园杂记》卷十说：“嘉兴之海盐，绍兴之余姚，宁波之慈溪，台州之黄岩，温

州之永嘉，皆有习为倡优者，名曰戏文子弟，虽良家子不耻为之。”

[11](P124)陈铎在《嘲川戏》、《嘲南戏》套曲中评南戏艺人：“不着家四散

求食，生来一种骨头贱”，“这等人何足计。胎胞儿轻贱，骨格儿低微”

[10](P617,618)。  

民间南戏作为一项伎艺，操此为业的艺人们依此谋生专在场上演出，往往并无

文本可依，只是口耳相传。即使有可依之本，也多是身份地位低微的“书会才

人”或民间艺人的演出本及其整理本、改编本，如《张协状元》声称是九山书

会才人所编，《宦门子弟错立身》为古杭才人所作，《小孙屠》为古杭书会才

人所作，《刘知远还乡白兔记》的成化刊本说是永嘉书会才人所编，但这些剧

作绝对是指向伎艺性演出，大多不作刊出，只是在艺人中间作为钞本流传，并

可以随便艺人根据演出的实际情况反复修改，没有人视之为自己的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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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这些剧作没有文人个人创作的独立性，而是依附于南戏伎艺，是一

种演出本或演出记录本，其工具性很强，依附性也很明显。因此，文人学士们

并不把它们视为超越扮演伎艺而独立的剧本，也不把艺人或“书会才人”的南

戏编撰视为一种文学创作行为。即使有的文人学士把它们纳入品评范围，也因

其离文学性创作太远而被贬斥。如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虽关注到民间艺人的

南戏作品，但他并不论扮演，只是以文人的视角讲究剧作的韵、调、词，所以

艺人之作就被归于“杂调”一类，因其“不及品者，则以杂调黜焉”，是难与

文人学士们讲究韵、调、词的剧作同列的。如评《古城》曰：“如此记通本不

脱〔新水令〕数调，调复不伦，真村儿信口胡嘲者。”评《赤符》曰：“作者

眼光出牛背上，拾一二村竖语，便命为传奇，真小人之言哉。”评《跨鹤》

曰：“此必老腐村塾，聊口嘲以自况者。词之秽恶至此，令人字字欲呕。”

[12](P5,112,116)至于那些文人南戏，因文人学士们的地位和学养，其剧作已

成为个人性情和学识的载体，有了独立存在的价值，得到了社会的普遍承认，

也就没有人视之为伎而把它们与艺人之作同列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明代文人学士们对于民间南戏的认识：南戏艺人

“胎胞儿轻贱，骨格儿低微”、南戏是“村坊小伎”，依附于这项伎艺的艺人

剧作是“村儒野老涂歌巷咏之作”，这种价值评判和品格认定使得那种伎艺性

的南戏得不到文人学士阶层的重视和认可。 

相比于对民间南戏的伎艺性认定与评判，文人剧作家和剧评家们对自己阶层的

创作则十分自赏。虽然其中也不乏为演出而作者，但他们是把这种创作视为诗

词之作，并不专注其表演的目的，而是以此呈才学，显性情。李渔就认为，在

所有的文体中，戏曲最能满足作者抒情施才的欲望，“文字之最豪宕，最风

雅，作之最健人脾胃者，莫过填词一种”[13](P63)。孔尚任也认为：“传奇

虽小道，凡诗赋、词曲、四六、小说家，无体不备。……其旨趣本于三百篇，

而义则春秋，用笔行文，又左、国、太史公也。”[14]曰“无体不备”，独不

提表演，直称“填词”，完全是把戏曲创作视同文学创作。在文人学士们看

来，戏曲是由诗、词演变而来的，如明人何良俊有言：“诗变而为词，词变而

为歌曲，则歌曲乃诗之流别。”[6](P337)臧懋循也说：“诗变而词，词变而

曲，其源本出于一。”[15]故明清文人又以“词”或“词余”来称戏曲，其创

作中也表现出诗词言情抒志的文学功能。许多文人南戏都有作者欲借之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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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情绪和志趣的倾向，如梁辰鱼的《浣纱记》借吴越之争的历史与范蠡、西

施的爱情故事来抒发自己的不平与愤懑，李开先作《宝剑记》借林冲故事抒发

了自己的“诛谗佞，表忠良，提真作假振纲常”的意向，叶宪祖在《鸾鎞记》

中借抨击科举制度而疏泄自己因仕途坎坷而产生的愤懑与牢骚，等等。并且，

剧评者在谈论文人的南戏剧作时也重视于文学范畴的因素，并多在文学范畴内

谈论其得失成就，比类诗词来谈论其文采才藻。而他们审视艺人们的南戏时，

则是关注其伎艺性因素，谈论其唱演之伎。 

    可见，文人剧作家是把其剧作视为独立于艺人表演的一种文学创作行

为，是与诗词的创作和品格同列的，这种剧作不再属于表演体制，而是属于文

学性质的剧本体制。而当时的剧评家们也多以剧本为据，着眼于故事、声律、

文词三个方面在诗词的范畴内进行文学性的批评，周贻白即指出明代的戏曲理

论著作，“大多数是根据剧本来作批评，绝少联系到舞台扮演”[3](P303)。

由此可见当时文人对于文人南戏的文学性认定，以及他们所讨论的根据与指向

——剧本。所以，明末倪倬在《二奇缘传奇小引》中说传奇是“纪异之书”

[16](P1383)，李渔有“古人呼剧本为‘传奇’者”[13](P25)之语。现代学者

也持此论，钱南扬话及“传奇”一词的使用，认为“至明朝中叶，昆山腔兴

起，又用它来专称昆山腔系统的剧本”[17](P6)；郭英德更明确指出：“就内

涵或本质而言，传奇是一种剧本体制规范化和音乐体制格律化的长篇戏曲剧

本。”[18](P11)都是剧本体制的认定。 

绾结以上论析，我们了解到明人对于“南戏”一词内涵的认识，以及伎艺性与

文学性的戏剧观念分野，由此带来了对南戏的类别区分——民间南戏和文人南

戏。我们以下表总结一下明人对这两类南戏的观念认识： 

  

要    素 民间南戏 文人南戏 

属    性 伎艺性 文学性 

创 作 者 艺人、书会才人 文人学士 

创作指向 舞台演出 文学剧本 

创作性质 工具性，依附于艺人的伎艺表

演 

有独立性质的文学创作 

品    格 俚俗 典雅 

品评焦点 唱演之伎 曲词格律 

体    制 扮演伎艺体制 剧本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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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文人剧作家和剧评家对自己阶层所作的南戏与艺人们的南戏在观念

上是不屑同列的。正是基于这一观念，他们才会有欲加以区分的意识和行动。

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南戏”这一称名包含了文人阶层对艺人们伎艺性表

演行为的习惯认识，它不足以体现文人的文学性剧作的价值和品格。在这一情

况下，文人阶层意图在名称上来体现、概括其剧作的应有价值和内涵，以便通

过这一“改称”在价值上、品格上区别于艺人们的伎艺性南戏，但并不是在性

质上、体制上脱离南戏这个系统。所以说，“传奇”是对南戏系统中文人南戏

的改称，这一改称反映出文人阶层对文人南戏价值上、品格上的认定。 

  

二、为什么要用“传奇”称名来区分？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了明人区分民间南戏和文人南戏的意识和

观念基础，那么，用“传奇”来体现这一区分的观念基础又是什么呢，即为什

么要用“传奇”来指称文人南戏呢？这有它的历史渊源和戏剧观念背景。 

    首先，我们注意到，在元人那里就已出现这种文人学士把文学性创作

行为与伎艺性表演行为相区分的戏剧观念与行动，并且是用“传奇”这一称名

来显示这一区分，归纳其戏剧观念和主张的。 

对于北曲戏剧这一艺术样式，元人当时明显具有文体的意义的称名有“杂

剧”、“传奇”两种，比如夏庭芝等人称“杂剧”，而周德清、钟嗣成、杨维

桢等人则普遍称“传奇”。两派各执一端、各用一名，而未形成统一意见。对

于同一事物，概念上的指定体现出不同的认识观念和评价体系。如果我们把元

人以“杂剧”或“传奇”称名北曲戏剧的材料综合比较分析，就会发现二者在

戏剧观念上的分野。 

    我们看元人无论是艺人阶层还是文人阶层，在“杂剧”这一名称的使

用上，从未针对文本，而是针对一种伎艺而论的，所以谈论中大多涉及到伎艺

人、脚色装扮、表演技艺等方面。如： 

(四旦云)所事都会。先生要甚杂剧，俺就扮来。(史九散人《胡蝶梦》

第一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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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云)……我特来看你做杂剧，你做一段甚么杂剧我看。……(正末唱)

我做一段于祐之金水题红怨，张忠泽玉女琵琶怨。……(无名氏《蓝采

和》第一折) 

(末白)你会甚杂剧？(生唱)〔鬼三台〕我做《硃砂担浮沤记》；《关大

王单刀会》；做《管宁割席》破体儿…… (《错立身》戏文第十二出) 

    民间艺人把杂剧视为一种伎艺，所以不论是对这一伎艺的总称，还是

对某一具体剧目的表演，一直与“做”、“扮”之类的词连用。当时有些文人

也是在扮演伎艺的意义上称这种伎艺为“杂剧”。元代前期的胡祇遹有论： 

    乐音与政通，而伎剧亦随时所尚而变。近代教坊院本之外，再

变而为杂剧。……以一女子而兼万人之所为，尤可以悦耳目而舒心思，

岂前古女乐之所拟伦也？[19](卷 8《赠宋氏序》) 

他把杂剧看作是“伎剧”，一种伎艺人的扮演行为，而且是由前代伎艺演变而

来的。在此认识基础上，他关注的是乐工伶人的扮演伎艺，所谓“以一女子而

兼万人之所为”。另外，他的《优伶赵文益诗序》、《黄氏诗卷序》所论亦关

注于艺人的扮演之伎。 

    这种扮演伎艺的观念在关汉卿、赵孟頫那里甚为明显，据明人朱权

《太和正音谱》记载，赵孟頫曾言：“良家子弟所扮杂剧，谓之行家生活；娼

优所扮者，谓之戾家把戏。”关汉卿有言：“子弟所扮，是我一家风月。”

[4](P24)而在夏庭芝那里，“杂剧”已作为一个具有文体意义的名词使用了。

在《青楼集志》中，他从脚色扮演的角度追溯了元杂剧的由来，指明了元杂剧

的角色制度、表演体制，给当时的北曲戏剧一个文体意义上的解释和框定，由

此显示出他的认识：杂剧是扮演伎艺性质的行为，而不是文学创作性质的行

为。以此观念，他为演员立传，《青楼集》就着重记录了具有高超表演技能的

众多女艺人。而在对艺人表演技能的记述中，所使用的“能杂剧”、“精杂

剧”、“善杂剧”、“长于杂剧”等语词，也是在扮演伎艺的意义上使用的。

     而钟嗣成等人称名“传奇”又是基于何种观念呢？这首先来看一下

他们要以“传奇”区别“杂剧”的意图。由于众所周知的社会变革原因，元代

文人大批地染指于杂剧剧本的编撰工作，但他们不想把自己的这一行为混同于

艺人的操伎为业，而是想把自己的创作与伎艺人的扮演区分，甚至连自己阶层

所扮的“杂剧”也不屑与之同列，如赵孟頫所说的“行家生活”与“戾家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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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之分，关汉卿的“子弟所扮，是我一家风月”之论，都是这一心理和观念

的表现。由此而来，赵孟頫明确指出：“杂剧出于鸿儒硕士、骚人墨客所作，

皆良人也。若非我辈所作，娼优岂能扮乎？”[4](P24)这里，赵氏并未说娼优

或良人所扮的杂剧就是“鸿儒硕士、骚人墨客”所作，而是“出于”(非

“是”)我辈文人所作。这里的“我辈所作”与“娼优所扮”明确对举。由此

而知，赵氏已有意识地把文士名公的文学性戏剧创作与艺人的伎艺性扮演行为

区别开来。可能在赵氏那里还没有明确“我辈所作”的称名，但已透露出他对

戏剧的文学性和伎艺性的区别认识——“我辈所作”的是文学创作，而“娼优

所扮”的是伎艺性“杂剧”。尤其应注意的是，他指出了戏剧的文学属性，并

从文学性质上肯定文士名公的剧作家身份和戏剧文学创作(剧本)的价值，由此

开启了异于“杂剧”称名者重视艺人和扮演的崭新视角。以此观念为基础，周

德清、钟嗣成把北曲戏剧称名为“传奇”，这明显表现在他们对北曲戏剧文学

创作属性的认识和品评上。 

    与夏庭芝等“杂剧”称名者的视角不同，钟嗣成等“传奇”称名者的

着眼点是在剧作家、曲词创作、剧本的文学性品评上。钟嗣成的《录鬼薄》在

“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的纲目之下，载录了关汉卿等剧

作家五十六人，末尾有一则跋语，说明“右前辈编撰传奇名公”皆为“不知出

处”者[20](P117)。请注意这里的“所编传奇”和“编撰传奇”，表明钟氏关

注的是关汉卿等文人学士的剧本创作行为，而非艺人们的勾栏伎艺活动。在钟

嗣成那里，剧作者、剧本得到认同，所论皆以剧作为依据，即使话及艺人(赵

敬夫、张国宾、花李郎、红字李二等均属艺人)，也是着眼其剧本的创作，而

非是其伎艺水平。而在具体的品评中钟氏也是注目于作家的才能品性及其文学

创造能力。“一下笔即新奇”(范康)、“文笔新奇”(周文质)，是论剧作的创

新；“更词章压倒元白”(宫天挺)、“一曲能传冠柳词”(沈和甫)，是谈剧作

的曲词语言的通俗晓畅；“所述虽不骈丽，而其大概多有可取”(金仁杰)、

“余尝与之谈论节要，至今得其良法”(鲍天祐)，是着眼于剧作情节结构的编

剧法则。所有这些都根由于戏剧文学创作的视角和观念。 

    稍后于钟嗣成的杨维桢，更为“传奇”作了一个文学性的解释，他在

《沈氏今乐府序》中说：“士之操觚于是者，文墨之游耳。其于声文缀于君

臣、夫妇、仙释氏之典故，以警人视听，使痴儿女知有古今美恶成败之劝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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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出于关、庾氏传奇之变。”[21]( 卷 11《沈氏今乐府序》)他把关汉卿和庾

天锡的北曲戏剧创作称为“传奇”，并指出“传奇”是“于声文缀于君臣、夫

妇、仙释氏之典故”，也就是说，作家的剧本创作是借助声律文辞等手段表现

特定的故事。这是对北曲戏剧的一个戏剧本体论意义上的明确表述，是对“传

奇”名称的一个文学性的解释。由此我们知道了元代“传奇”称名者使用“传

奇”一词所根由的戏剧观念。这明显与夏庭芝等“杂剧”称名者的戏剧观念不

同。 

    可资比照的是，在杨维桢以文学创作的观念使用“传奇”称名谈论北

曲戏剧时，他也以伎艺表演的观念谈论“剧”，其《优戏录序》中有言：“侏

儒奇伟之戏，出于古亡国之君。春秋之世，陵轹诸侯，后代离析文义，至侮圣

人之言为剧，盖在诛绝之法。……则优戏之伎虽在诛绝，而优谏之功岂可少

乎？”而在《朱明优戏序》中言：“引以人音，至于嬉笑怒骂，备五方之音，

演为谐诨嚥咂而成剧者也。”[21](卷 11)他把“优戏”、“剧”视为一种

“伎”，并与“优”、“演”相连。虽然他未明确说到“杂剧”一词，但由此

我们也能体会到杨维桢对于“优戏之伎”的认识观念是迥异于他谈论“传奇”

时所持的观念的。 

    与对北曲戏剧文学创作性质的认识相应，“传奇”称名者普遍把剧中

曲词与散曲同称为“乐府”，并把传奇与乐府同论，所注重仍是其文人创作属

性。罗宗信认为乐府的创作，“必若通儒俊才，乃能造其妙也”[22](P177)。

钟嗣成《录鬼簿》亦载录创作乐府的前辈名公，并指出：“若夫村朴鄙陋，固

不必论也。”[4](P104)乐府指散曲与剧曲(戏曲中的曲词)。在“传奇”称名

者那里，就一部剧作而言，若指剧中之曲词，则称为乐府；若指整部剧作，则

称传奇，二者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建立在故事叙述基础上。所以，《中原音韵》

虽立论偏执于曲词音律一端，但谈及与乐府创作相联系的剧作整体时则以“传

奇”称之，如“前辈《剐王莽》(元代艺人杨酷叫的杂剧之作——笔者注)传奇

与支思韵通押”，“前辈《周公摄政》(元人郑光祖所作——笔者注)传奇[太

平令]云：……”[22](P212,233)他们还把乐府置入诗歌发展的序列，杨维桢

有言：“夫词曲本古诗之流，既以乐府名编，则宜有风雅余韵在焉”[21]( 卷

11《周月湖今乐府序》)，说乐府与诗词一样是一种文学创作，这是与他们称

名北曲戏剧为“传奇”的戏剧观念是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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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面辨析，我们可以分别用三个词语概括描述一下两派的戏剧观念： 

“传奇”称名者：作家——创作——文学性。 

“杂剧”称名者：艺人——扮演——伎艺性。 

    由两派对北曲戏剧不同称名的执守，我们看到了两派不同的着眼点，

及其所根由的观念对立。由此酝酿了北曲杂剧(甚至整个中国戏曲)创作与评论

中文学性和伎艺性的分化。我们也由此看到了文人剧作家和剧评家对于文人阶

层剧作的价值认定和品格认定的意图和努力。这是根植于他们对自己阶层的身

份认同、对艺人及其伎艺性表演的鄙视。明人对于以南戏为业的艺人的不屑，

对于艺人们的南戏表演价值和品格的低视，而要把自己阶层的剧作从中区分出

来的意图，是与元代有些文人学士把杂剧称为“传奇”的目的和观念是相同

的，一脉相承的。这也就是明人以“传奇”指称那种剧本体制的文学性创作的

意念与行为的戏剧观念背景。 

    另外，明人使用“传奇”一词对文学性剧作的强调，也跟南戏自身以

及“传奇”一词的使用渊源有关。  

    宋元以至明初，虽然在人们的记述论谈中稀见以“传奇”称名南戏(戏

文)者，但在民间南戏的剧本中多有标称“传奇”者。如： 

后行子弟，不知敷演甚传奇？(《小孙屠》开场) 

(生)闲话休题，你把这时行的传奇，你从头与我再温习。(《宦门子弟

错立身》第五出) 

借问后行子弟，戏文搬下不曾。……搬的那本传奇？何家故事？……好

本传奇，这本传奇亏了谁？亏了永嘉书会才人。(成化本《白兔记》开

场) 

     而在文人南戏剧本中也一直不乏标称“传奇”者，如： 

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且问后房子弟，今日敷演谁家故事，那

本传奇。(高明《琵琶记》开场) 

传奇莫作寻常看，识义由来可立身。(邵璨《香囊记》第一出) 

借问后房子弟，今日搬演谁家故事，那本传奇。……原来此本传奇，待

小子略道家门，便见戏文大意。(梁辰鱼《浣纱记》第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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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许多剧作的开场标有“问答照常”字样，当是“借问后房子弟”之

类的习用套语，不必每次复述，其中当有“传奇”的使用。按一些学者的意

见，“传奇”在元代已成为戏剧的通称了，钱南扬就指出：“传奇一辞，在当

时已成为戏剧的通称了。”[17](P6)周贻白亦有言：“南戏之称传奇，本来和

元剧之被称为传奇一样，是指其所演故事属于传奇一类，系一种通称。”

[3](P203)但情况并非如此。在元代，“戏文”才是时人对南戏的通称。“传

奇”可以作为奇异性故事的通称(如南宋罗烨《醉翁谈录》中就有“开天辟地

通经史，博古明今历传奇”[23](P4)之语)，在许多文艺样式间通用，如诸宫

调、“说话”伎艺、南戏等。但在钟嗣成等人那里，“传奇”的使用是作为文

体名的，指向的是作家创作的文学性杂剧剧本(上文有述)。而在戏文本身，

“传奇”的使用一直是在剧本表述中出现，也就是说是与剧本相联系，从早期

的宋元戏文，到后来普遍称呼“传奇”的文人南戏，都是如此。由于这一铺

垫，明人使用它指称文人创作的剧本体制的南戏并不显得突兀，而是有着自身

不绝如缕的历史渊源。 

    再者，“传奇”这一名词也能体现出文学创作的性质，这正是文人南

戏所要彰显的属性和品格。“传奇”一词首源于唐人小说，元稹所写崔张故事

(即通称的《莺莺传》)，原名即为《传奇》[2]，受其影响，裴铏所编小说集

亦名之《传奇》，其命名为“传奇”，皆是着眼于故事的奇异性质。二者在宋

代影响极大，其故事被多种文艺形式反复翻述，由此也以“传奇”称名，如宋

代“说话”之一门称“传奇”，是指称人世中爱情故事这一题材类型。后来

“传奇”就泛指所有具有奇人奇事性质的故事类型。至少到元中叶以前，未见

有在文体意义上概称唐代新兴杂传体小说的现象, 李宗为即指出：“自北宋以

迄元代，专指传奇这一小说样式的仍然只有‘杂传记’。”[24](P2)元末时有

人以之称名唐人文言短篇小说，或者元杂剧，如夏庭芝有“唐有传奇，皆文人

所编”的谈论，钟嗣成《录鬼簿》中称前辈名公“编撰传奇”。但从没有从伎

艺意义上使用“传奇”一词的现象，要么是指故事题材的类型，要么是关涉到

文学创作。而且，从“传奇”一词的命名原义来看，它应是撰述人事之奇之意

[25]，强调的是“传”(撰述)这一创作行为。这正与元明文人学士对戏曲创作

这一行为的定性相符合，体现的是他们作为文人学士的文学性创作行为，而不

是“戏”、“剧”之词所表达的伎艺性扮演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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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此，我们可以归结一下明人称名文人南戏为“传奇”的轨迹。随着

文人学士们参与南戏创作的增多，他们对于民间伎艺性南戏以及操此为业的艺

人们的鄙视，加上对于自己阶层的身份认同，对于文人南戏的品格、价值认

定，便逐渐有了与民间南戏予以区分的意识。而元人钟嗣成等人把杂剧称为

“传奇”的目的和观念使得明人的这一意图得到了观念上、理论上的支持。而

且“传奇”一词与南戏的发展历史有一定的关联，在南戏剧本中从来就有标称

“传奇”的事实。于是，以“传奇”称名文人南戏就在这种背景和意图的酝酿

中催发出来了。这一过程中，既有戏剧观念的历史连续性，又有明代文人阶层

对南戏发展的认识和把握。 

    总之，作为明清长篇南曲戏文的称名，“传奇”和“南戏”不具有体

制上的根本区别，传奇只是明代对“文人南戏”的改称，这一改称反映出文人

阶层对“文人南戏”价值、品格上的认定，这一过程有其自身的戏剧观念背景

和语词使用渊源。这一改称也是一个具有总结性的概念词，它凝聚了明人对于

“南戏”一词内涵的认识、南戏伎艺性与文学性的观念分野、以及对“文人南

戏”品格和价值的归纳性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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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祝允明《猥谈》载：“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

剧。”[明]徐渭《南词叙录》说：“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或云宣和间已滥

觞，其盛行则自南渡，号曰永嘉杂剧，又曰鹘伶声嗽。” 

[2] 唐人陈翰(裴铏同时代人)选编《异闻集》时辑入此篇，题为《传奇》。宋

人赵令畤《侯鲭录》卷五〔商调·蝶恋花〕在述及此作时云：“夫《传奇》

者，唐元微之所述也。”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四“妇女曰娘”条

云：“《传奇》，崔氏莺莺婢曰红娘。《霍小玉传》，长安中有媒氏鲍十一

娘，……”《莺莺传》一名，始见于《太平广记》，但此名并不多见于其他类

书或丛书，如宋人曾慥所编《类说》卷二十八，收有此作，仍题名《传奇》。

 

 

[1] 周贻白说：“明代传奇既为宋元南戏的延续，文词体制和一应排场，其间

自无显著的分别。”(《中国戏剧发展长编》第 271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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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俞为民认为：“南戏与传奇在体制上并没有根本的区别，而且前人也一

直视两者为同一种戏曲形式，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南戏流变考述》，

《艺术百家》2002 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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